
＊　本文原稿为英文。作者感谢香港研究资助局对本研究项目的支持 ,以及美国洛杉矶加
州大学(UCLA)社会学系特雷曼(Donald J.Treiman)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建议 ,同时感谢哈

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郭茂灿为翻译本文所做的工作。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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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刚

提要:本文通过分析 1996 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全国性抽
样调查数据 ,研究当代中国家庭背景对职业流动的作用 ,并对城乡间的制度
分割给予特别的关注。研究发现 , 农民的代际流动率相当高 , 城市中的社会
流动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本文认为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
造成的。这一制度使得农村中从事非农职业 、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子女
还要继续务农;只允许农村中受过很高教育的人获得城市户口。这种状况使
以往仅限于城市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严重的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的
分析对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 、不平等和社会流动之间
的关系问题 ,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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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是评价一个社会的机会结构开放程度的重要指

标(Featherman et al., 1975;Ganzeboom et al , 1989;Erikson &Goldthorpe ,

1992)。许多研究者认为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机会结构具有

相当的开放性(如 Parish , 1981;Blau &Ruan , 1990)。在消灭私有制以

后 ,国家在教育和职业分配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农子弟的平等

主义政策 ,这种政策在 “文革”中表现得更为明显(Deng &Treiman ,

1997)。由此造成的结果是 , 父代和子代职业地位之间的继承性被削

弱 ,产生了相当高的代际社会流动率。

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部分地支持了上述论点 。白威廉(Parish ,

1981)分析了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从大陆去香港的移民那里搜集到的

数据 ,报告说父母的地位对子女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 ,虽然同其他国

家一样也是正向的 ,但这一作用1966年以后由于“文革”的发生而显著

降低了 。布劳和阮丹青(Blau &Ruan ,1990)通过对 1986年天津的一项

调查数据的分析 ,发现职业地位代际传承的程度比美国城市还要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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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子代职业地位的获得与父代职业地位在统计上不显著相关。林

南和边燕杰(Lin &Bian ,1991)、林南和谢文(Lin &Xie ,1988)都有类似

发现 。许多学者由此推论 ,毛泽东时代旨在提升社会平等程度的“去分

层化”(de-stratification)政策是成功的(如 Parish ,1981)。

对中国如此高的代际流动率 ,另外的一种解释是强调城市中工作

单位在降低代际职业传承方面的关键性作用。1996 年以前的中国城

市中 , 住房 、教育 、医疗 、保险等各种资源都是通过单位来分配的

(Walder ,1992)。林南和边燕杰(Lin &Bian , 1991;Bian ,1994)认为 ,在中

国城市中 ,工作单位而非职业才是一个人社会经济位置的主要决定因

素。因此 ,地位获得的首要目标是进入一个好的工作单位 ,而不是得到

一份好职业。他们对 1985年天津调查的分析表明 ,虽然父子职业地位

之间的关系很弱且统计上不显著 ,但是父代工作单位对子代工作单位

的获得却具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因此 ,他们认为 ,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下仍然存在着地位的代际传承 ,只不过形式上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一

样 ,即 ,传承是通过工作单位而不是职业进行的。

工作单位在城市分层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与所谓的“中国特殊主义”

(Chinese exceptionalism)的说法遥相呼应 。然而 ,为什么中国会显著缺

乏职业的代际再生产 ,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特别是 ,几乎在所有

国家 , 父子职业地位之间都有一定的且并不微弱的关系(Grusky &

Hauser , 1984;Ganzeboom et al., 1989;Treiman &Yip , 1989;Erikson &

Goldthorpe ,1992),为什么惟独在中国 ,父亲的职业对儿子的职业地位获

得没有作用呢? 尽管相关研究已指出了工作单位的重要性 ,但是对于

这一问题我们仍难以清楚地给予解释。如果真像林南和边燕杰(Lin &

Bian ,1991;Bian ,1994)所说的那样 ,父亲和儿子的工作单位类型(work

unit type)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 ,同时父亲和儿子各自的工作单位类型和

职业之间又都具有很强的关联 ,那么 ,父亲职业地位和儿子职业地位之

间应该具有正相关关系。作为代际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面 ,职业的代际

传承和代际流动不应该被如此轻忽掉 ,而是需要更多更细致的研究。

此外还有其他理由让我们觉得有关中国职业代际流动率的研究结

果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 ,上述研究所用的数据 ,有的不是全国性的随

机样本;有的更仅限于一个城市 ,使得基于这些数据所发现的结果很难

推论到全国。其次 ,只限于城市人口的分析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因为从

农村到城市的流动是一个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社会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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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教育获得 ,并会导致个人生活机会的显著改变(Wu &Treiman ,

2004)。仅限于对城市人口进行分析 ,忽略了城乡人口在制度和空间上

的割离 ,同时也忽略了那些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户口性质 、从农

村出来的群体的正向选择(positive selection)过程 。

与其他家庭背景特征一样 ,户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先赋性特征 ,因

为孩子的户口性质取决于母亲的户口性质。母亲是农村户口的孩子只

能通过非常有限的渠道获得城市户口。自 50年代户籍制度实施之后 ,

从农村到城市户籍性质的转变就非常困难 。一方面 ,为了控制城市人

口的增长 ,国家对户籍性质的转变实施了严格的名额限制 ,每年的变动

率约在 1.5-2.0‰之间 ,即使在改革开放年代也是如此(陆益龙 ,2003:

144-146);另一方面 ,被中专或大专以上学校录取的学生可以转为城

市户口 ,而这些名额并不算在国家的配额之内(国务院 , 1986 1958)。

因此 ,具有农村户口的初中毕业生可以通过教育来“跳农门” :其一 ,被

一所中专学校录取 ,一旦录取 ,就获得了城市户口;其二 ,被一所高中录

取 ,并继续上大专或本科院校。被大专或本科院校录取不仅能保证户

口随转 ,而且毕业之后还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但风险是 ,农村户口

的学生如果没能通过高考 ,就必须回到农村当农民。吴晓刚和特雷曼

(Wu &Treiman ,2004:367)报告说 ,只有 11%的原来是农村户口的受访

者成功地获得了城市户口 ,其中通过教育这一途径的约占所有“农转

非”人口的一半 。

“农转非”非常不易 ,而且 ,这一过程非常具有选择性———通常只有

农村中最聪明的人才有机会。户籍制度不仅为从农业到非农职业的流

动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而且削弱了我们在城市中所观察到的代际

间职业地位的关系。中国具有城市户口的人由两个部分组成:(1)那些

原来出生在城市的人 ,其流动模式是典型的城市人的流动模式;(2)那

些基于自己的教育程度或其他方面的成就而成功地从农村户口转变为

城市户口的人(Wu &Treiman , 2004),他们经历了一个长距离的向上流

动过程。由于这一原因 ,仅基于城市样本的研究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

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Winship &Mare ,1992)。要正确地刻画中国

社会的流动模式和过程 ,需要分析全国性的 ,包括了农村和城市人口的

抽样数据;而且 ,要将户籍制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考虑进去 。

据我们所知 ,成原和戴建中(Cheng &Dai ,1995)的研究是目前为止

惟一一项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分割对社会流动带来影响的研究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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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来自 6个省的城乡数据 ,他们发现 ,中国人具有很高的代际继承率

(inter-generational immobility)。这一发现对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

中国是一个开放社会”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尽管他们的研究同时包括

了农村和城市人口 ,但他们的数据来源于特定省份。他们的研究也没

有考虑到户籍制度———这一制度直接影响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和职业流

动。他们将从数据中观察到的很高的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率① 归

结为针对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政策”(Cheng &Dai ,1995:

28)。我们认为这一结论值得推敲 。因为 ,在“文革”时代大部分“上山

下乡”的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 ,在 1988年(Cheng &Dai数据收集的那一

年)前就已经回到城市 ,并恢复了城市户口(Zhou &Hou , 1999)。我们

认为 ,农村人口很高的代际向下流动率应归因于户籍制度:正是这一制

度 ,阻碍了大部分农村人口向上流动到非农职业。总体而言 ,农民的孩

子前途渺茫 ,哪怕他们的父亲从事非农职业。

本文将分析一个同时包括了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全国性样本 ,

展示对户籍制度作用的关注将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由其他学者观察到

的流动模式———它们曾被错误地理解为是由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意识

形态和激进的平等化政策所造成的。我们从估计地位获得模型开始

(Blau &Duncan ,1967),然后进行流动表分析 。本文的核心部分是采用

同时具有地位获得模型和对数线性流动模型优点的“多类别条件

Logistic回归模型”(multinomial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来研

究不同的变量怎样影响了职业的代际间流动 。我们还特别分析了向农

业职业的代际向下流动。

一 、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1996 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调查

(Treiman &Walder ,1996)。该调查使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 ,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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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区域(除西藏外)20-69岁的人口中 ,随机抽取了 6096个个案(抽

样方法详见 Treiman ,1998)。在这一抽样设计下 ,受访者从具有不同成

年人人数的户中抽出;而且 ,城市和农村样本是依照不同的抽样比例抽

出的 。因此 ,为了使我们的数据能代表全国的成年人口 ,我们在进行描

述性统计和模型估计的时候都进行了相应的加权 。调查问卷包括了一

系列关于受访者及其家庭的广泛信息。

(二)变量

本文分析中最重要的变量是职业 ,包括受访者的职业及其 14岁时

父亲的职业。测量职业地位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我们首先将职业作为

连续变量 , 用 基于 1968 年的国际 社会经济指 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 ISEI] ,见 Ganzeboom et al.,1992)来测量它 。但是 ,

为了有助于分析流动部门界限(见 Featherman & Hauser , 1978;

Goldthorpe ,1987)和“子承父业”的倾向 ,我们也采用了一个 6类职业的

EGP 编码(Erikson et al., 1979;Ganzeboom et al., 1992;Ganzeboom &

Treiman ,1996)。艾里克森等(Erikson et al., 1979)提出的 10类职业的

EGP编码和 6类职业的 EGP 编码间关系如下:

10 类职业的分类 新的 6 类分类

Ⅰ .大资本家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 6

Ⅱ.低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 6

Ⅲ.常规非体力劳动者 5

Ⅳa.有雇员的小业主 4

Ⅳb.没有雇员的小业主 4

Ⅴ.低级技术人员和体力管理者 3

Ⅵ .熟练体力工人 3

Ⅶ a.无技术 半熟练的体力工人 2

Ⅳc:自雇佣的农场主 1

Ⅶ b.(无技术的)农业劳动者 1

　　我们对受访者的现职及受访者 14岁时父亲的职业都采用了定量

和定类两种测量方式 。户口性质是我们分析中的一个核心变量 。本文

的数据收集了受访者在 3个时点的户口性质:出生时 、14 岁时和当前

的(1996年)。依照地位获得和流动研究中的通常做法 ,将受访者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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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家庭背景作为影响受访者生活机会的最佳指标 ,我们用受访者 14

岁时的户口性质来测量其家庭出身 。

由于户籍制度于 1955 年开始实施 , 那些 1941 年之前以及部分

1941年出生的人在他们 14岁时并不存在户口的概念 。我们的分析样

本仅限于 1996年 20-55岁的受访者。14岁时的户口是一个虚拟变量

(农村户口=1)。另外 ,我们还包括了一个虚拟变量 ,以显示从农村到

城市户口性质的变化。我们并没有考虑从城市户口到农村户口的转

变 ,因为这在中国很少发生。当前的居住地点 ,即受访者被调查时的居

住地点 ,也是一个虚拟变量(农村=1)。

众所周知 ,教育既是职业获得的主要决定因素 ,也是代际地位传承

的重要机制。我们用所受的教育年限来测量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和受访

者14岁时父亲的教育程度。另外 ,党员身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分

层的一个重要指标(Walder et al.,2000)。对于这几个变量 ,我们在分析

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时将予以考虑。

二 、统计描述

表1报告了所有连续变量和虚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第二列报告

了全国总样本(男性)中各变量的分布 ,而第三和第四列则分别报告了

1996年农村和城市居民在这些变量上的分布 。在总样本中 ,83%的男

性14岁时是农村户口 ,但在 1996年这一比例下降为 74%(表 2的第二

组)。大约 40%当前住在城市的男性以前是农村户口 ,这不仅包括那

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城市户口 、并进一步获得高地位城市工作的

人 ,还包括那些改革时期从农村来的民工 ,他们改变了居住地点 ,但没

有改变户口的性质。在本文的数据中 ,66%(=0.259 0.395)的从农村

迁到城市居住的人为“农转非”人口 ,剩下的 34%则是所谓的“流动人

口” 。

表1的数据也显示了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城市男性

(及他们的父亲)平均而言受过更好的教育 ,有着更高的职业地位 ,并更

可能是党员。这些差异再次突出地显示了 ,只关注农村居民或只关注

城市居民 ,将使我们对中国代际职业流动和地位获得过程的理解误入

歧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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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地位获得与社会流动模型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中国 1996 年 20-55 岁的男性① , 依照 1996年的居住地点分类)

全国总样本 农村样本 城市样本

连续变量:均值 ,括号里是标准差

受访者当前的职业地位(ISEI) 29.1 23.5 45.2

(17.2) (14.1) (15.3)

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7.92 7.15 10.15

(3.40) (3.21) (2.90)

受访者 14岁时父亲的职业(ISEI) 24.3 20.1 36.7

(15.9) (11.7) (19.5)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3.49 2.75 5.66

(3.84) (3.19) (4.66)

出生年(后两位数) 59.6 59.4 60.2

(9.79) (10.0) (9.12)

类别变量:比例

14岁时的户口:农村 .831 .980 .395

1996年的户口:农村 .744 .951 .141

农村到城市户口的转变 .093 .035 .259

当前的居住地点:农村 .743 - -

党员 .118 .083 .218

14岁时父亲是党员 .150 .105 .292

加权后的N 2133 1586 547

未加权的N 2133 1133 1000

　　注:①样本仅限于 14岁时存在户口概念的男性。由于户籍制度是在 1955年开始实施的 ,

只有一部分 1941年出生 ,即在 1996年 55岁的人 , 在 14岁时存在户口概念。我们将

21位 1941年出生 、同时报告说在户口制度实施之前即已达到 14岁的男性 ,以及 9位

1941年之后出生 、但是没有报告户口性质的男性剔除出样本。

(一)城乡二元制度分割 ,地位获得和职业流动

让我们尝试用一个简单的定量分析来显示户籍制度在理解中国地

位获得和职业流动方面的关键作用 。我们首先用中国的数据(农村样

本和城市样本)部分地重复了布劳和邓肯(Blau &Duncan ,1967:170)经

典的地位获得模型 ,即用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父亲的职业地位及其受

教育年限来预测受访者当前职业地位。然后 ,我们加入一个虚拟变量

来单独显示父亲职业为农民对儿子职业获得的影响(Blau &Duncan ,

1967:Chapter 8)。最后 ,我们将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放在一起 ,对中国

人的地位获得模型进行估计 ,并特别关注那些 14岁时是农村户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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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结果见表 2。

　表 2　 地位获得模型的系数

(中国 1996 年 20-55岁的男性)①

城市样本 农村样本 全国总样本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362 -.371 -.105③ -.101④ -.061⑤ -.107⑥

(.110) (.112) (.126) (.127) (.103) (.098)

父亲的 ISEI .055⑦ .169 .157 .039⑧ .121 .121

(.037) (.044) (.042) (.058) (.041) (.039)

受教育年限 2.648 2.602 1.162 1.152 1.156 1.826

(.186) (.170) (.167) (.168) (.141) (.145)

父亲职业为农民② - 6.842 - -5.046 -6.483 -3.024⑨

(2.064) (2.066) (1.416) (1.510)

14岁时农村户口 - - - - - -7.709

(1.376)

常数项 18.41 12.62 12.40 19.16 15.82 20.71

(1.731) (2.449) (1.183) (3.236) (2.167) (2.302)

R2 .244 .267 .095 .100 .279 .296

　　注:①这里的标准误通过 Stata 的抽样估计程序(survey estimation procedures)获得 ,该程序

可以校正由整群抽样和分层抽样带来的误差(Stata Corp , 2003)。见文中关于抽样设

计的说明。在这里 ,村和居委会而不是县 ,被作为基本抽样单位(PSU)。因为 , 村和

居委会的同质性要比县大得多。 ②受访者 14岁时父亲从事农业工作。 ③所有的 p

值 ,除非明确标明, 都小于 0.05。 这里的 p值为 0.413。④ p 值为 0.435。 ⑤ p值为

0.558。 ⑥p值为 0.282。⑦ p值为 0.151。 ⑧p值为 0.507。⑨ p值为 0.051。

　　首先看城市居民样本 。模型 la重复了我们开始所引用的研究(即

Blau &Ruan ,1990;Lin &Bian ,1991)的分析策略。受访者的教育程度

对当前的职业地位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但父亲的职业地位并没有显著

的作用———该结果曾被错误地理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

证据 。而且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对儿子的职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负

向作用。如果不理解从农村到城市“农转非”的高度选择性 ,这一结果

就难以理解。在那些 1996年有城市户口的人中 ,14岁时是农业户口的

占36.2%。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基于自己的教育而获得城市户口

的。同样也是因为教育的原因 ,他们职业地位平均来说也比那些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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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有城市户口的人要高得多 。由于总体上这些人的父亲受教育程度

都不高 ,即一般都是农民 ,现有城市居民中的较大比例是由“农转非”而

来 ,部分解释了父亲教育水平和儿子职业地位之间的负向关系。

为了更清晰地显示这一点 ,模型 1b用一个虚拟变量来反映受访者

14岁时父亲的职业是否是农民 。不出所料 ,在当前的城市居民中 ,父

亲是农民的比那些父亲不是农民的人在职业地位获得方面还更具优

势 ,平均大约高出了 7个单位的 ISEI 值 。而且 ,控制了父亲职业是否

为农民之后 ,父亲职业地位对儿子职业地位的影响大大增加 ,在统计上

也变得显著了。这一结果表明 ,模型 1a中所报告的父子职业 ISEI之间

微弱且不显著的关系 ,反映了在城市样本中包括了那些出身于农村但

后来改变户口性质的人对整体流动模式造成的影响。

模型 2a对农村样本的分析结果表明 ,个人的职业地位依赖于个人

自身的教育水平和父亲的职业地位 ,并不依赖于父亲的教育水平 。但

是 ,这一结果完全是由于在农村样本中 ,包括了那些父亲在农村但从事

非农职业的人 ,虽然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85%的父亲和

70%的儿子都有一个相同的 ISEI 值:16 , “种庄稼的农民”)。当用一个

虚拟变量来区分父亲职业是否是农民时(模型 2b),我们发现 ,首先 ,出

身农民的男性比非农民出身的男性 ,在职业地位上平均低了 5个单位

的 ISEI值;其次 ,对非农出身的男性而言 ,父子职业间实质上并不相关

(系数统计上不显著)。我们将在表 3和表 4中进一步讨论为什么农村

男性无法将自己的职业成就传承给下一代。

将城市和农村样本放在一起 ,估计一个全国性的地位获得模型 。

模型 3a显示 ,农民出身的男性在地位获得方面显著不利。与具有相同

教育程度和相似家庭背景(比如 ,父亲是非技术工人或服务业人员)的

非农民出身的男性相比 ,他们的职业地位平均要低 6分多。如前文指

出 ,户籍制度可能为那些农民出身的人设置了一个制度上的门槛 。为

了验证这一观点 ,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个虚拟变量 ———14岁时的户

口性质。在控制了教育 、父亲的职业地位和父亲职业是否为农民等变

量之后 ,14岁时有农村户口的人比 14岁时有城市户口的人低了近 8个

单位的 ISEI值。

户口性质对职业机会的影响 ,可以进一步通过另一个描述性的分

析看到。基于上述 6类的EGP 职业分类 ,表 3的A组报告了所有14岁

时是农村户口的男性的流出流动表(out-flow mobility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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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中国 1996年 20-55 岁男性的流出流动表(6 类别的 EGP分类)

受访者的职业
父亲的职业

Ⅰ , Ⅱ Ⅲ Ⅳa Ⅳb Ⅴ , Ⅵ Ⅶ a Ⅳc Ⅶ b Total

A组:所有男性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Ⅰ , Ⅱ)
　41.8 　13.4 　20.8 　15.2 　10.9 　9.7 　14.1

常规非体力工人(Ⅲ) 6.9 12.5 0.0 3.7 14.5 1.2 2.9

小业主(Ⅳa , Ⅳb) 11.6 24.2 46.3 12.4 19.8 10.4 12.3

工头 ,技术工人(Ⅴ , Ⅵ) 16.5 14.2 3.9 28.2 22.6 7.3 10.9

半技术 无技术工人(Ⅶ a) 8.6 15.9 8.5 15.9 18.1 5.4 7.5

农民(Ⅳc , Ⅶ b) 14.7 19.8 20.6 24.5 14.2 66.0 52.4

总计 100.1 100.0 100.1 99.9 100.1 100.0 100.1

加权后的 N (234) (28) (56) (179) (110) (1519) (2126)

未加权的 N (335) (46) (66) (220) (152) (1307) (2126)

B组:城市户口出身的男性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Ⅰ , Ⅱ)
48.3 16.7 43.7 22.5 14.0 29.4 31.5

常规非体力工人(Ⅲ) 8.5 17.9 0.0 5.5 17.5 6.7 9.4

小业主(Ⅳa , Ⅳb) 6.6 31.0 50.3 11.0 19.7 3.9 12.5

工头 ,技术工人(Ⅴ , Ⅵ) 22.0 13.1 0.0 39.9 27.8 10.0 24.9

半技术 无技术工人(Ⅶ a) 11.4 21.4 6.0 21.2 21.1 5.1 15.2

农民(Ⅳc , Ⅶ b) 3.2 0.0 0.0 0.0 0.0 44.8 6.4

总计 100.0 100.1 100.0 100.1 100.1 99.9 99.9

加权后的 N (130) (19) (12) (89) (66) (42) (358)

未加权的 N (207) (35) (21) (145) (108) (53) (569)

C组:农村户口出身的男性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Ⅰ , Ⅱ)...
33.5 5.6 14.9 8.1 6.1 9.2 10.5

常规非体力工人(Ⅲ) 4.8 0.0 0.0 2.0 10.1 1.1 1.6

小业主(Ⅳa , Ⅳb) 18.0 8.4 45.3 13.9 20.0 10.5 12.2

工头 ,技术工人(Ⅴ , Ⅵ) 9.6 16.8 4.9 16.8 15.0 7.2 8.0

半技术 无技术工人(Ⅶ a) 5.0 2.8 9.1 10.7 14.6 5.4 6.0

农民(Ⅳc , Ⅶ b) 29.2 66.4 25.9 48.5 35.3 66.6 61.8

总计 100.1 100.0 101.1 100.0 100.1 100.0 100.1

加权后的 N (104) (8) (45) (90) (44) (1477) (1768)

未加权的 N (128) (11) (45) (75) (44) (1254)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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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14 岁时是农村户口的中国男性的流出流动表

(依照 1996 年的户口进行分类 , 6 类别的 EGP分类)

受访者的职业
父亲的职业

Ⅰ , Ⅱ Ⅲ Ⅳa Ⅳb Ⅴ , Ⅵ Ⅶ a Ⅳc Ⅶ b Total

A组:1996年城市户口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Ⅰ , Ⅱ)
48.4 20.0 29.3 17.6 4.2 　52.6 　46.0

常规非体力工人(Ⅲ) 7.5 0.0 0.0 17.0 10.6 5.4 6.6

小业主(Ⅳa , Ⅳb) 18.6 20.0 34.0 4.4 4.2 7.6 10.7

工头 ,技术工人(Ⅴ , Ⅵ) 15.4 60.0 18.9 39.0 33.3 15.7 18.5

半技术 无技术工人(Ⅶ a) 6.4 0.0 17.9 22.0 47.8 12.5 13.6

农民(Ⅳc , Ⅶ b) 3.8 0.0 0.0 0.0 0.0 6.2 4.7

总计 100.1 100.0 100.1 100.0 100.1 100.0 100.1

加权后的 N (38) (2) (5) (9) (10) (109) (174)

未加权的 N (73) (4) (8) (16) (16) (200) (317)

B组:1996年农村户口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Ⅰ , Ⅱ)
22.7 0.0 12.6 6.9 6.8 5.2 6.1

常规非体力工人(Ⅲ) 2.8 0.0 0.0 0.0 9.9 0.7 0.9

小业主(Ⅳa , Ⅳb) 17.6 3.9 47.1 15.1 25.2 10.8 12.4

工头 ,技术工人(Ⅴ , Ⅵ) 5.4 0.0 2.6 13.9 8.9 6.5 6.7

半技术 无技术工人(Ⅶ a) 4.0 3.9 7.7 9.2 2.3 4.8 5.0

农民(Ⅳc , Ⅶ b) 47.6 92.2 30.0 54.9 46.9 72.1 68.8

总计 100.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1 99.9

加权后的 N (53) (5) (34) (70) (29) (1192) (1383)

未加权的 N (55) (7) (37) (59) (28) (1054) (1240)

　　这一流出流动表最反常的特征就是向农业职业的高流入率(粗体

的那一行):14.7%的父亲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人最终的职业

是农民;对于父亲是常规非体力工人和小业主的人 ,这一比例分别为

19.8%和 20.6%。这一模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中都没有发现。

怎样解释奇怪的代际职业流动模式呢? 基于一个不同的职业分

类 ,成原和戴建中(Cheng &Dai ,1995)也报告了类似的模式 。他们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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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是 ,“上山下乡”政策导致了向农业的大规模代际流动 ,特别是“文革”

期间。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 ,这一解释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向农业

的高代际流入率是由户籍制度造成的 ,因为它阻碍了农村大部分人的

职业机会 。那些具有农村户口(即 14岁时拥有农村户口)的人 ,只有很

少的机会转变为城市户口 ,主要途径是受中专或大专以上的教育 ,还有

一部分人是通过入党或参军(Wu &Treiman ,2004)。当然 ,极小一部分

人从事非农职业但保留农村户口的人的儿子 ,可以利用他们父亲的社

会关系自己去获得非农工作。总之 ,农民的儿子仍然是农民 ,即使他们

的父亲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劳动 。

为了验证这一点 ,我们在表 3B 、C 两组中按不同的户口性质分别

作流出流动表。B组报告了出身于城市户口的男性流动表 ,而 C 组报

告的是出身于农村户口的男性流动表 。从 B组可以看到 ,除了那些从

事农业(可能在国营农场中)的少数人(他们中有一半人的儿子还从事

农业),出身为城市户口的人几乎没有人在 1996 年时从事农业生产 。

这是“上山下乡”政策并没有增加向农业的代际流动的又一证据 。而

且 ,出身城市户口的人的这一模式 ,与大部分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模式

是一致的 。明显与此不同的是 ,那些出身为农村户口的人有很高的向

农业的代际流入率 ,不管他们父亲的职业是什么(C组)。

表4进一步按照出身为农村户口的男性的当前户口性质来细分流

出流动表。在A组一小部分成功改变户口性质的人中 ,只有极少数人

经历了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 , 52.6%的农村家庭出身的男性最后成

为了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另一方面 ,当我们将那些从农村户口

转为城市户口的人排除后 ,那些出身为农村户口的人向农业的向下流

动率将变得更为显著。在 B 组中 ,那些仍是农民的人(即继续保留了

农村户口的)中 ,30%的小业主的儿子 ,以及至少 46%的从事其他非农

业职业的人(所有其他职业类别)的儿子 ,都为农民 。很显然 ,中国分层

体系的最显著特征是 ,具有农村户口的人和具有非农村户口的人之间

的区别 。即使是“农民工”(即从事非农工作的人)在身份上仍然是农

民 ,并且他们的机会也受到国家户籍政策的限制(Chan ,1994;Wu &

Treiman ,2004),他们下一代的流动机会也是如此。

(二)对地位获得研究和社会流动分析的综合

上述分析显示了户籍制度在理解中国地位获得过程以及职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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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重要性。所使用的有关地位获得的线性模型的好处是 ,很多解

释变量很容易被放在一起讨论 。然而 ,这一方法本身具有局限性 ,其中

最重要的是它不能刻画男性在各个职业类别里的继承性(即子承父

业),以及不能将流动的部门限制(sectoral barriers)考虑在模型中 ,而这

两方面在中国恰恰非常重要。正如我们在地位获得模型中通过加入

“父亲职业是否为农民”以及“14岁时是否为农村户口”这两个变量所

揭示的那样 ,户口对那些农村出身的人而言已经成了一个制度性的门

槛。当然 ,我们可以用对数线性模型去分析方形流动表以揭示流动表

中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式 ,但这一方法又很难将父亲职业之外的其他变

量放入模型之中 。

我们的解决方法是利用“多类别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 (DiPrete ,

1990;Hendrickx ,2000),对不同职业类别之间流动机会进行多变量分

析。这一类模型特别适合我们当前的研究 ,因为它们在对上述 6×6流

动表进行分析的同时 ,还可以包括一些其他的定量或定类变量(关于这

一模型的其他应用 ,见 Hendrickx &Ganzeboom , 1998)。具体而言 ,我们

采用 SOR(Stereotype Ordered Regression)模型(DiPrete ,1990)对职业类别

估计出一个序列矩阵 , 并已考虑到个人层面变量的作用 。与定序

Logistic回归模型(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不同 ,SOR模型假设职业类

别之间没有特定的序列;相反 ,职业类别之间的等级(scaling)是通过数

据分析出来的结果。SOR模型可以用公式具体描述如下:

log
P(Y = j)
P(Y = j′) =log it

πj
πj′
=αj -aj′+( j - j′)∑

K

k=1
βkXk (1)

　　其中 ,Y 是儿子的职业(j=1-6), αj 是限定的截矩参数 ,  j 表示因

变量(职业 j)的序列矩阵 , Xk 表示变量 , βk 是这些变量的作用参数 。

因此 , Xk 一个单位的变化对在特定的职业 i 而不在另一个职业 j 的对

数可能性(log odds)的作用 ,可以用( j - j′)βk 表示 ,而不是像在标准

的多类别 logit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中用 βk 表示。为了确定这

一模型 ,我们需要对  j 做一些限制:

∑ j =0 and∑ 
2
j =1

　　在SOR模型框架下 ,古德曼(Goodman , 1979)的行和列模型 Ⅱ(Row

&Column Model II)可以被写成:

log it
πj
πj′
=αj -αj′+( j - j′)μσ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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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职业在SOR模型中被当做一个变量 ,但是它也需要用 σi 来

重新排序 。父亲职业对儿子职业的作用可以用一个单独的参数 μ,像

(1)中的 βk 那样来表示。同样 ,为确定这一模型 ,对 σi 也需要有同样

的限制:

∑ j =∑σi =0 , and ∑ 
2
j =∑σ

2
i =1

　　这种模型可以包括那些在父子职业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变量 ,

也可以允许关系参数 μ依照这些变量中的一个或多个发生变化:

log it
πj
πj′
=αj -αj′+( j - j′)(μ0 +∑

T

t=1
μtX t)σi +( j -j′)∑

K

k=1
βkXk

(3)

　　其中 , μ0 是基本的关系参数 , μt 表示变量X t 对关系的作用。所有

上述模型都可以用 Stata软件中的模块程序来进行迭代估计。①

我们可以对等式 3做一些限制以获得更简洁的模型 。比如 ,我们

可以对父亲和儿子的职业确定同样的矩阵  ,从而节省了(J-2)个自

由度。我们还可以单独挑出对角线的格子 ,对每个职业类别 i分别将

非流动作用(immobility effects)引入模型 。

log it
πj
πj′
=αj -αj′+∑

6

i=1
γidi +( j - j′)(μ0 +∑

T

t=1
μtX t)σi

+( j -j′)∑
K

k=1
βkXk (4)

其中 ,如果 i=j ,则 d i =1;否则 di =0。

我们对方程 4中的三套参数特别有兴趣:(1)继承参数(inheritance

parameter)γ测量非流动率(父亲和儿子在同一职业类别 ,即 i =j 的情

况);(2)关系参数(association parameter)μ测量非对角线关系的程度;

(3)每个变量 β对进入职业类别 i 而不是 j的可能性的影响参数 。总体

而言 ,我们期望得到正向的继承参数 γ和非对角线关系参数μ。一个

大的关系参数 μ意味着在估计程序所确定的职业序列之下 ,对那些已

经发生了职业流动的人而言 ,父子职业间有较强的关系 。

在对所有中国男性估计的“多类别条件 Logistic回归模型”(表 4的

A组)中 ,除了父亲的职业 ,我们首先加入两个变量:出生时的户口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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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变量 ,农村=1),以及户口变化(虚拟变量 ,如果14岁时的户口性

质和当前的户口性质发生了改变则为 1 ,否则为 0)。我们对每个职业

类别 i都确定非流动参数 ,并允许这些关系参数依照出生时的户口发

生变化。接着我们令父代和子代的职业序列矩阵相等 ,且令除农业之

外的其他职业类别的继承参数都相等。这个模型对数据的拟合优度最

佳。因此 ,我们将它作为分析的基准模型。

表5首先报告了基准模型的估计参数 ,然后加入了一个重要的变

量———受教育年限。我们对每个模型都报告了 4套估计参数:(1)6类

职业类别的序列分数;(2)非流动率;(3)父子职业之间的总体关系参

数;(4)各个变量对职业流动的作用参数(见表 5)。

按照 EGP 分类的编码方式(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为 6 ,农业为

1),  j 分数越高 ,职业地位就越高;两类职业类别之间序列分数的差异

越大 ,变量对进入这两类职业中较高地位的职业的对数可能性(log

odds)的作用就越大 。表 5 A 组中的系数显示 ,农业职业的地位最低

(-0.827),任何一种职业与农业职业之间的差距 ,比其他任何两种职

业之间的差距实质上都要大得多。但是 ,与通常所观察到的情况不同 ,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并不是最高地位的职业 ,即出身农民获得这

一职业并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变成“常规非体力工人” 。我们怀疑造

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户籍制度:正如我们之前所注意到的 ,那些占据好

职业的人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教育获得成功的农民的孩子。那些

通过接受大专或以上教育来改变他们户口性质的人 ,通常会在毕业之

后变成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这一比例对那些具有同等学历 ,但是

出身是农村户口 、且父亲职业是农民的人而言更高(91%)。

表中另一反常之处是“小业主”这一职业的位置 。在西方发达国

家 ,这一职业类别的地位处于“工头和技术工人”与“常规非体力工人”

之间(Ganzeboom et al.,1989)。然而 ,如其他社会主义社会一样(Gerber

&Hout ,2004),私有制在中国一直被压制 ,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从事

个体与私营经济长期以来并不是人们所偏好的 ,从而使得“小业主”的

职业地位在中国仅仅高过农民 。

模型 1允许非对角线的父代 —子代职业关系参数 ,依照出生时的

户口性质而发生变化 。出身于城市户口的父子职业地位之间有显著的

正向关系(1.317),但是对出身于农村户口的人而言 ,这一关系实际上

是负的(-1.232=1.317-2.549)。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旨在提升社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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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关于职业流动的多类别条件 Logistic回归估计模型的参数

(中国 1996 年 20-55岁的男性 ,依照户口出身分类)

模型 1 模型 2

A 组:父代-子代职业类别的序列分数矩阵相等( )①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Ⅰ , Ⅱ) 　.310 　.454

常规非体力工人(Ⅲ) .375 .332

小业主(Ⅳa , Ⅳb) -.173 -.199

工头 ,技术工人(Ⅴ , Ⅵ) .178 .131

半技术 无技术工人(Ⅶ a) .136 .069

农民(Ⅳc , Ⅶ b) -.827 -.788

B组:非流动参数(μ)

非农业职业 .703 .671

(.096) (.100)

农业(Ⅳa , Ⅶ b) 1.979 2.039

(.332) (.257)

C组:父代-子代代际职业关系参数(β)

总体关系参数 1.317 .354②

(.439) (.387)

关系参数＊户口出身 -2.549 -1.819

(.440) (.411)

D组:变量的 stereotype ordered effects(β)

农村到城市的户口变化 3.981 3.418

(.291) (.251)

14岁时农村户口 -3.554 -2.826

(.282) (.236)

受教育年限 - .250

(.022)

E组:模型拟合统计量

N 12930 12930

Log Likelihood -2590.1 -2519.3

LRχ2 2800.6 2942.2

自由度 11 12

　　注:①为了节省篇幅 ,对截矩的估计没有报告。序列分数没有标准误。②除了该系数的

p值之外(p=0.360),其他所有的 p值都小于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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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平等主义政策有效的话 ,我们应该看到 ,出身于城市(户口)的关系

参数会低得多 ,因为城市地区要比农村地区更加广泛地实施了国家干

预政策 ,提供各种社会福利来降低家庭背景对社会经济获得的限制 。

出身于农村(户口)男性的这一看似反常的负向关系参数 ,与我们关于

户口作用的观点一致 ,即在户籍制度下 ,那些成功地转为城市户口的人

发生了极度的向上流动(extreme upward mobility),同时那些已经脱离农

业的农民工人 ,因为身份依旧为农民 ,如果不改变户口性质 ,很难将他

们的职业成就传递给下一代。值得注意的是 ,关系参数只对那些发生

职业流动的人适用。大部分出身为农村(户口)的人是农民的儿子 ,并

且自己也是农民 。另外 ,有相当部分的父亲从事非农职业的人 ,也成为

了农民(表 4的C组)。由于所有其他职业类别的估计分数都高于农业

职业 ,从非农职业向农业的流动属于向下流动 。这一向下流动和那些

成功转变了户口性质的人的极度向上流动 ,解释了出身农村的人代际

流动的负向关系参数 。

为了进一步研究户口在职业流动中的作用 ,我们在 SOR模型中包

括了“出生时户口性质”和“户口变化”两个变量。出身于农村户口这一

变量系数是负的(-3.554), 而且绝对数值很大 ,表明相较于出身于城

市户口的人而言 ,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

另一方面 ,那些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的人 ,系数为正而且数值很

大(3.981),说明他们比出身于城市的男性更可能获得高地位的职业 。

在中国 ,教育是户口流动(Wu &Treiman ,2004)和社会流动(Walder

et al., 2000)的主要决定因素 。模型 2中我们将“受教育年限”加入自变

量中 。一旦控制了教育获得 ,除了前述讨论的小业主的情况之外 ,职业

类别分数的序列变得与通常观察到的结果一致了 。控制其他因素后 ,

教育有助于向上流动———该变量系数为正且统计上显著(0.250)。举

例说明 ,高中毕业的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而不是半技术 无

技术工人的可能性大约是初中毕业的人的 1.33 倍(1.33 =

e
(.454-.069)(.250)(12-9))

。

理解户口出身和户口变动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确定这两个变量

对获得某一个职业而不是另一个职业的相对可能性(relative likelihood)

的影响。对那些是农村户口的人而言 ,表 6分别列出了出身于城市户

口的人 ,那些成功转为城市户口的人 ,以及那些继续保留农村户口的

人 ,在进入每两组职业间的相对可能性。这个数字可以在控制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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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他因素之后 ,通过使用表 5模型 2中所报告的估计分数 ,以及“14

岁时是农村户口”和“从农村到城市户口变化”这两个变量的系数 ,用等

式4中第三项的对数计算出来。

　表 6　　城市户口出身 、农村户口出身但成功地转为城市户口 、以及农村户口

出身但继续保持农村户口的人的流动机会的相对比

(中国 1996 年 20-55 岁的男性)

Ⅰ , Ⅱ Ⅲ Ⅳa Ⅳb Ⅴ Ⅵ Ⅶ a Ⅳa Ⅶ b

A组:城市户口出身 vs.继续保持农村户口的人(对角线以上为前者)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Ⅰ , Ⅱ) 1.41 6.33 2.49 2.97 33.44

常规非体力工人(Ⅲ) .71 4.48 1.76 2.10 23.69

小业主(Ⅳa , Ⅳb) .16 .22 .39 .47 5.28

工头 ,技术工人(Ⅴ , Ⅵ) .40 .57 2.54 1.19 13.42

半技术 无技术工人(Ⅶ a) .34 .48 2.13 .84 11.27

农民(Ⅳc , Ⅶ b) .03 .04 .19 .07 .09

B组:城市户口出身 vs.农村到城市的户口转变者(对角线以上为前者)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Ⅰ , Ⅱ) .93 .68 .83 .80 .48

常规非体力工人(Ⅲ) 1.07 .73 .89 .86 .52

小业主(Ⅳa , Ⅳb) 1.47 1.37 1.22 1.17 .71

工头 ,技术工人(Ⅴ , Ⅵ) 1.21 1.13 .82 .96 .58

半技术 无技术工人(Ⅶ a) 1.26 1.17 .85 1.04 .60

农民(Ⅳc , Ⅶ b) 2.09 1.94 1.42 1.72 1.66

C组:农村到城市的户口转变者 vs.继续保持农村户口的人(对角线以上为前者)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Ⅰ , Ⅱ) 1.52 9.32 3.02 3.73 69.77

常规非体力工人(Ⅲ) .66 6.14 1.99 2.46 45.98

小业主(Ⅳa , Ⅳb) .11 .16 .32 .40 7.49

工头 ,技术工人(Ⅴ , Ⅵ) .33 .50 3.09 1.24 23.13

半技术 无技术工人(Ⅶ a) .27 .41 2.50 .81 18.71

农民(Ⅳc , Ⅶ b) .01 .02 .13 .04 .05

　　我们首先看那些出身城市户口的人以及那些出身农村并继续留在

农村的人 ,他们在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而不是常规非体力工人方面的相

对可能性(表 6第一行的第一个系数)。根据我们关于出身为农村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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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户口变化(=1)这两个变量的编码方式 ,可以定义所有关于出

身为城市户口的男性的比率为 1 , 即 1= e
(.454-.332)(3.418＊0+(-2.826)＊0)

。对

那些 仍 然 为 农 村 户 口 的 人 , 相 应 的 比 率 为 0.71 (=

e
(.454-.332)(3.418＊0+(-2.826)＊1)

)。这样 ,相对的可能性就是 1 0.71=1.41。表

6的对角线之下也给出了倒数 ———那些出身为城市户口以及那些继续

保留农村户口的人 ,成为常规非体力工人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

员的相对可能性;换种说法就是 ,继续保留农村户口的人和出身城市户

口的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而不是常规非体力工人的相对可

能性 。

我们在表 6中发现 ,控制了教育及父亲职业等因素之后 ,继续留在

农村的人与那些出身城市户口的人相比 ,向上职业流动的机会有限 。

流动机会的差别 ,在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而不是农民的相对

可能性方面最为显著:出身城市户口的男性比具有相同教育水平的出

身农村户口的男性在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方面高 33倍 。这一

结果显然反映了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模式:出身城市户口的男性几乎很

少从事农业工作 。但是 ,即使我们将其他职业类别作为参照组 ,城市出

身的男性相对而言仍具有非常高的机会获得较好的职业。在控制了教

育和父亲职业后 ,出身城市户口的男性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而不是半技

术 无技术劳动力的可能性 ,是继续保留农村户口人的 3倍 ,在成为常

规非体力工人方面则是 2倍 。

与此相较 ,表 6第二组的结果表明 ,那些成功地转变为城市户口的

人的流动机会实际上比出身城市户口的人还要大 。比如 ,成功户口转

变者成为常规非体力工人而不是小业主的可能性只是那些出身城市户

口的人的一半 ,在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而不是农民的可能性

方面则是其2倍 。

这些模式显示 ,户口性质的转变将显著地提升流动机会。除了小

业主这一职业类别之外 ,表 6第三组中所有的似然比都要远大于 1。

这告诉我们 ,成功转变户口的人发生代际向上流动的机会比那些保留

农村户口的人要大得多 ,哪怕他们具有同等的教育水平 ,父亲也从事同

样的职业 。当然 ,所有其他职业与农业相比的可能性都很大 ,因为那些

成功改变户口性质的人几乎不会从事农业生产。又比如 ,成功的户口

性质转变者比那些仍保留农村户口的人 ,在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

人员而不是小业主的可能性方面高出了 9倍。

56

社会学研究 　2007.6



总之 ,表 6的系数表明 ,出身于农村户口的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

对一小部分成功地改变户口性质的人而言 ,转变户口性质将成为他们

克服农村出生所带来的劣势的一个机制 。

(三)一个补充分析:解释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

本文分析的最后部分回到表 5 B 组中所观察到的看似反常的结

果 ,即持农村户口的人有很高的向农业职业的流入率 。在过去相当长

的时期内 ,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来分配物质利益和生活

机会 。户籍制度的主要功能是控制地域和职业流动。当那些少数出身

于农村但成功获得城市户口的人经历了长距离的向上流动 ,甚至比出

身城市户口的普通人更具优势时 ,其他绝大部分农民的儿子却有着不

同的命运 。他们留在农业生产部门 ,如他们的父亲那样;甚至当他们的

父亲已经脱离农业生产了 ,他们仍然很容易发生向下的代际流动 。吴

晓刚和特雷曼(Wu &Treiman , 2004)详细报告了前一个过程(“农转

非”)。这里 ,我们研究那些出身为农村户口 、但父亲已经获得非农职业

的人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的决定因素 。换句话说 ,在何种条件下 ,那

些脱离了农业的农村男性能够将他们职业地位优势传递给他们的儿子。

我们通过估计非连续性时间风险模型(discrete-time hazard model),

将分析样本限制于那些出身为农村户口 、同时 14岁时父亲的工作是非

农职业的男性。风险年开始于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份 。非连续性

时间风险模型的分析单位是风险事件而不是个人 。在我们的分析中 ,

那些出身农村户口但父亲又不是农民的人 ,被认为从他们进入劳动力

市场的那一年开始 ,每年具有发生“向农业流动”这一事件的风险 。我

们只对首次发生的事件建立模型 ,尽管该风险事件很有可能“重复发

生”(即在农业和非农业职业之间相互转移职业)。那些到 1996年或他

们离开劳动力市场的那一年仍未进入农业的人被右删截(right-

censored)。对数据的重新整理 ,产生了 2370人 年个案 。我们可以对此

通过使用估计两分变量 logit模型(binary logit model)进行分析(Allison ,

1982),见表 7。

表7报告了所估计的参数。自变量包括父亲职业 、教育和党员身

份 ,以及受访者的教育 、党员身份 、风险年之前的工龄和户口性质改变

等变量。父亲职业用前面提到的 6类 EGP 职业类别来测量 ,父亲教育

程度用受教育年限来测量 ,父亲党员身份是个虚拟变量(是=1)。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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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的非连续时间风险模型

(中国农村户口出身但父亲在非农职业工作的男性) (N=2370)①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父亲的职业:(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Ⅰ ,

Ⅱ)为参照类)

常规非体力工人(Ⅲ) .806 .347 .711 .218

(.701) (.801) (.706) (.736)

小业主(Ⅳa , Ⅳb) -.059 -.727 -.921 -.927

(.433) (.460) (.488) (.484)

工头 ,技术工人(Ⅴ , Ⅵ) .509 .024 -.145 -.137

(.366) (.411) (.442) (.437)

半技术 无技术工人(Ⅶ a) .746 .678 .655 .656

(.423) (.415) (.439) (.447)

父亲的教育 -.069 -.070 -.084④ -.080

(.041) (.037) (.039) (.041)

父亲党员 .418 .280 .250 .223

(.364) (.364) (.374) (.376)

受访者的教育(≤小学为参照类)

初中 - -.777 -.646 -.556

(.408) (.438) (.459)

高中 - -1.833③ -1.459④ -1.126⑤

(.469) (.450) (.488)

中专 - -2.020③ -1.516⑤ -1.440⑤

(.563) (.586) (.725)

大专及以上② -

受访者党员 - -1.343 -.827 -.706

(1.107) (1.070) (1.098)

工龄 -.279③ -.278③ -.275③

(.045) (.045) (.045)

农村到城市的户口变化 - - -1.171③ .125

(.343) (.981)

交互项

初中 ＊户口变化 - - - -1.288

(1.084)

高中 ＊户口变化 - - - -2.408⑤

(1.151)

中专 ＊户口变化 - - - -1.264

(1.425)

常数项 -2.843③ -.037 .268 .205

(.721) (.706) (.736) (.720)

　　注:①这里括号里的标准误通过 Stata的抽样估计程序(survey estimation procedures)获得 ,

该程序可以校正由整群抽样带来的抽样误差。数据被加权。 ②所有大专或以上教

育的人都没有发生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③所有的 p值 ,除非明确标明 ,都小于

0.05。这里的 p值为 0.001。④ p值小于 0.01。⑤p值小于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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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研究表明 ,教育对户籍性质改变的可能性的作用是非线性的 ,其

分界点在中专教育及大专或以上教育水平(Wu &Treiman ,2004),这里

受访者的教育作为一个时变变量 ,被处理为一套类别变量:分为小学及

以下 、初中 、高中(技校)、中专 、大专及以上五类。受访者的党员身份是

指受访者在每个风险年的政治身份(是=1)。户口变化是指受访者在

14岁以后是否改变过户口性质 ,即受访者出身农村户口 ,但在调查时

有城市户口(是=1)。风险年之前的工龄是一个连续变量 ,用风险年和

受访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份的差值来测量 。

表7的模型 1只包括父亲背景方面的变量 ,即父亲的职业 、教育及

党员身份 。有趣的是 ,所有因素都对向农业的代际流动没有显著的作

用。换句话说 ,对那些出身农村的人而言 ,他们的父亲在教育 、政治身

份和职业获得方面的优势 ,并不能使他们自己避免向农业的代际向下

流动 。表 7的系数还清晰地表明 ,男性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避免向

农业的向下流动 。模型 2加入了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以类别来测量)、

党员身份以及工龄。与那些家庭背景特征不同 ,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

对发生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有很强的负向作用 。与小学及以下的男

性相比 , 具有初中教育水平的男性向农业流动的可能性只有 46%

(=e
-0.777
),高中教育水平只有 16%(=e

-1.833
),而中专水平只有 13%

(=e
-2.020
)。所有的大专及以上水平的人 ,都没有发生向农业的向下流

动。此外 ,党员身份并不能显著使人避免向农业的向下流动 。最后 ,随

着工龄的增长 ,进入农业的可能性迅速地降低 。每增加一年非农职业

的工作经验 , 将净减少向农业的向下流动的可能性的 24%

(=e
-0.279

-1)。

教育 ,特别是大专及以上的教育水平有助于人们发生从农村到城

市的向上的户籍流动(Wu &Treiman ,2004)。中专及大学教育水平的人

比小学或初中教育水平的人有优势 ,可能仅仅是因为样本中有一小部

分人发生了户口性质的改变。为了检验这一可能性 ,模型 3引入了“户

口性质变化”这一变量。与我们前面的发现一致 ,出身为农村户口的男

性的户口变化 ,不仅有利于他们向上流动 ,而且可以防止他们向农业的

向下流动 。对那些从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的人而言 ,在控制其他变

量后 ,流入农业的可能性只是那些仍保留农村户口的人的 31%(=

e
-1.171
)。模型 3还表明 ,控制了户口性质变化之后 ,教育仍对向农业的

向下流动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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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4加入了教育水平和户口性质变化的交互项。结果显示 ,高

中教育和中专教育有助于避免向农业的向下流动(在表 7的分析中 ,所

有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 ,都成功地获得了城市户口)。户口变

化对高中教育水平的人特别有用:与那些没有发生户口转变的高中教

育水平的人相较 ,户口变化可以净降低向农业的向下流动的可能性的

91%(=e
-2.408

-1)。

总之 ,在中国农村 ,那些父亲已经从事非农职业的男性从他们父亲

的教育和党员身份中得到的好处很少(相对于他们自己的教育水平而

言)。他们也不能利用其父亲在非农部门的职业优势来使自己免于向

农业的流动。与此相对 ,他们自己的教育程度 ,特别是他们自己的教育

和户口转变的结合 ,是他们避免向农业的向下流动的有效方法。

三 、总结和讨论

本文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当代中国职业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作

用 ,并特别关注城乡间的制度分割 。研究显示 ,男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在

农村比在城市更依赖于他们父亲的职业 。在城市 ,家庭背景对受访者

的职业地位只有微弱且不显著的作用。然而 ,不能据此推论说 ,国家社

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政策在中国城市得到了成功的实施 ,因为 ,这一说法

没有考虑到农村出身的人很高的代际非流动率 ,以及那些最聪明的人

向城市流动的正向选择过程。他们上中专或大学后进入到城市 ,并在

那里找到了很好的工作。这一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高度选择性

(extreme selectivity)正是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结果:户籍制度将全国人口

分成农村和城市两部分 ,并严格地控制了城乡间的户口转变。正是城

市样本中一部分出身农村户口但经历了极度向上流动的人 ,才造成了

中国城市居民中父子职业地位之间的微弱且不显著的关系 。

为了正确地描述中国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过程及模式 ,我们分

析了一个 20-55岁的男性全国随机抽样样本(包括农村和城市两个部

分)。对代际流动表的分析表明 ,相比其他国家而言 ,中国人有相当高

的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进一步分析发现 ,这一事实仅适用于一部

分出身为农村户口的人;出身为城市户口的实际上几乎没有向农业的

代际向下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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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研究户籍制度是怎样影响职业流动的 ,我们利用“多类

别条件 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职业继承性(immobility),以及那些发生了

流动的人的代际职业关系系数 ,还估计了其他变量(教育及户口性质变

化)对流动率的作用 。结果显示 ,教育增加了向上代际流动的可能性 。

但是户口性质变化的作用要强得多 。虽然总体上出身农村户口的人在

获得高地位职业方面具有显著的劣势 ,但是那些成功转变户口性质的

人不仅弥补了由于农村户口带来的劣势 ,甚至还获得些微优势。最后 ,

控制了教育和户口性质变化之后 ,父代和子代职业之间的关系 ,对出身

城市户口的人而言是正的 ,但对于出身农村户口的人而言却是负的。

我们认为不能将在中国(农村)观察到的社会流动的模式归结于由

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平等政策 。如果这些政策可以达到它们希望达到

的效果 ,我们将发现 ,出身城市户口的人的社会流动比出身农村户口的

要高 ,因为国家干预在城市比农村有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 ,数据分析所

揭示的恰恰相反 。我们用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来解释这一流动模式 。

从20世纪 50年代户籍制度开始实施起 ,户籍制度就被中国政府

当作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分配各种资源及生活机会的主要工

具。在这一制度之下 ,母亲是城市户口的人 ,在出生时就自动地获得了

城市户口 ,并由此享有由社会主义国家所赋予的福利———可以得到高

质量的教育 、医疗保险和体面的工作 。户籍制度保护了那些出生在城

市的人 ,使他们免于向农业的向下流动 。与此相较 ,出身于农村的人将

不得不通过竞争城市户口来获得更多机会。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可

以在这一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过程中获得成功 。由于这些人的教育水平

较高 ,他们最后一般都会有较好的工作。正是由于城市样本中包括了

这一极度向上流动的群体 ,父代和子代职业地位之间的关系才会在城

市中显得很弱;当我们的计算仅基于出身为城市户口的人而不是当前

城市户口的人时 ,代际职业地位之间的关系参数一下子就高了很多 。

一些农村出身的人的极度向上流动 ,以及另外一些出身为农村户口 、但

父亲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向农业的向下流动 ,导致了农村出身的人而非

城市出身的人 ,有着不同的代际流动模式:父代和子代职业“地位”之间

的关系是负的。

为了进一步研究向农业的向下流动模式 ,我们用非连续性时间风

险模型来分析那些出身为农村户口 、但父亲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发生向

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 ,父亲的非农职业 ,以及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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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都不能使人免于向下流动 。相反 ,个人的

受教育程度才是避免向农业流动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避免向农业的向

下流动的因素是 14岁之后的户口性质变化 。总而言之 ,农村户口不仅

阻碍了大部分农民的后代向上流动 ,而且使得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的

儿子很容易发生向下流动 。

我们的发现显示以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制造社会平等及不平等

方面的作用需要重新审视。由于户籍制度及其选择性过程 ,虽然一小

部分农村人有能力获得高地位的职业 ,但是许多人并不能利用他们父

亲的职业成就所带来的优势。因此 ,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事实上是由

于国家施行的造成农村—城市制度性分割的户籍制度 。“开放”是由于

国家的制度安排 ,对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实施了不平等的待遇 ,同时也为

一小部分被选中的农村人提供了向精英流动的渠道;它并不是由国家

实施的平等主义政策带来的。

本文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城市社会中产生社会流动的一个独特机

制:即国家将农村中最聪明的人 ,也就是那些可以通过教育或其他机制

获得城市户口的人纳入城市。尽管只有一小部分农村人可以做到这一

点 ,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比城市大得多 ,他们仍然构成了城市人口中

的相当比例 ,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具有很大程度的开放性 。因此 ,毫无疑

问 ,在中国 ,国家在社会流动中扮演了一个很强的角色 ,不过并不是学

者们以前所想象的那种方式(Parish , 1981;Blau &Ruan , 1990;Lin &

Bian ,1991)。相反 ,中国职业机会的相对开放程度来源于政府为了处

理在分配资源和生活机会方面的人口压力 ,从而在城乡之间制造出来

的结构性不平等 。尽管城乡结构性不平等对社会流动设置了一定的门

槛 ,但是它提升了竞争中的风险 ,并促使个人有向上爬的方向和动力 。

结果 ,我们看到 ,一方面 ,农村(户口)出身的人有很高的代际职业继承

性;另一方面 ,那些有能力克服结构性门槛向上流动的人 ,又导致中国

城市很高的代际流动率。

中国社会的职业流动模式为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深入思考不平等

和流动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流动的源泉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例子。不

平等和流动之间并没有必定的联系 。较高的不平等可能并不会压制流

动机会 ,较开放的机会结构也不一定会降低不平等 。在这一意义上 ,即

使当不同的国家都有着类似的社会流动的模式(Featherman et al ,1975;

Erikson &Goldthorpe ,1992),这一模式可能基于各个国家不同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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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也可能来源于不同的社会过程。因此 ,理解这一普遍的代际流动

的模式背后的形成机制 ,需要我们详细地研究一个国家独特的社会结

构和制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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